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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短缺经济为历史逻辑起点，结合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化事实，在社会总效

用函数中引入消费品种类和消费品质量，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模型，解释中国的长期

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消费品质量和种类的比例取决于消费品质量提升与种类扩展的难度及

其在社会总效用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

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转移动态中的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倒“U”型顶点处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小于稳态均衡时

的相应值。进一步地，本文使用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作为消费品质量的代理指标，以中国

1993-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的倒

“U”型关系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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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hortage to Abundance: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Perspectives on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bstract: Taking the shortage economy as the historica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facts of China's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varie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e quality of consumer goods into the total social utility function, and
explains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y constructing an endogeneity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quality and variety of consumer goods depends on the
difficult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xpanding the varie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otal social utility; the growth rate of average quantity of consumer goods per unit
of quality tends to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social output and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consumer goods per unit of quality in transfer dynamics, and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consumer goods per unit of quality at the apex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is small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in steady-state equilibrium. Further,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rse of the Engel
coefficient as a proxy for the quali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social output and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consumer goods per unit of qualit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a from 1993 to
2013.
Keywords: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e; Variety of Consumer Goods; Quality of Consumer
Good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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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品供给极度短缺，供需严重失衡，然而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实现了

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摆脱了贫穷落后，一举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堪称人类历史上独

有的增长奇迹。具体而言，1978-2018年间，以 1978年为基期的真实 GDP提高了 36.46倍，

年均增长率为 9.41%①
。以 1978年为基期（即 1978年为 100）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

在 2018年为 2532.1②
，这意味着剔除价格因素后 2018年的真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978

年的 25倍以上。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是，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③
。中国在

1978年的城乡恩格尔系数为 57.5和 67.7④
，对应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标准

⑤
，分别处于

温饱阶段和贫困阶段；在历经 40年的发展后，2018年城乡恩格尔系数为 27.7和 30.1⑥
，分

别处于富裕阶段和相对富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在走过早期的短缺经济
⑦
后，消费品种类

日趋繁多，质量持续改进。所有这一切均昭示着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表征的消费

结构升级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为此，鉴于中国四十多年经济增长起

步于短缺经济的历史事实，本文将短缺经济作为历史逻辑起点，基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视角为

中国经济奇迹的提供一种新的互补性的解释框架。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引起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众多学者从比较优势战略（林

毅夫等，1994）、M型组织结构（Qian & Xu，1993；Qian etal.，2006）、声誉和关系等非

正式制度（Allen etal.，2005）、晋升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7）、县际竞争（张五常，

2009）、平等社会结构与中性政府（贺大兴、姚洋，2011）、地方分权体制（张军，2007；
Xu，2011）、市场化改革（樊纲等，2011）、资本和劳动力再分配（Song etal.，2011）、

资本积累（蔡昉，2013）、体制成本（周其仁，2017）、分税和转移支付（吕冰洋等，2021）、
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邓宏图等，2018）、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累积（路风，2022）等

视角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逻辑自洽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深刻而富有意义，然而鲜有

学者把增长的特征化事实“定格”在短缺经济向丰裕经济，亦即从消费品匮乏的经济社会向

产品丰富、种类繁多、质量可靠的“丰裕社会”转变，因而未能基于需求引致供给的逻辑阐

释消费结构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类关系所蘊涵的经济含义。

短缺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是可观察到的历史事实，且意味着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于

由卖方市场决定且与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生产方式。在此生产方式下，丰裕的劳动要素以

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使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在扩大生产规模、增

加消费品供给的同时，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不过，卖方市场在之后逐渐让位于买方市场。

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引起的经济增长推动居民收入不断攀升，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促使厂商

创新产品供给，以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

费观念会产生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反映在消费结构上并引起厂商间的生产力竞赛
⑧
，

①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

③
恩格斯在为 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写的导言中，将消费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

和表现为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隐含着不同消费资料的消费存在优先序列。Maslow（1943）的需求

层次理论，以及 Rostow（1960，1971）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亦揭示出需求的层次性、动态性。
④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⑤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

30%-39%为相对富裕，20%-29%为富裕，19%及以下为极其富裕。
⑥
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8/content_

5369270.htm。
⑦ Kornai（1980）在《Economics of Shortage》一书中考察了（改革前）东欧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现

象，主要描述了短缺现象的各种表现，指出了观察和度量这些现象的可能性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短

缺的主要原因，并说明了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在 Kornai（1980）的语境中，“短缺”一词是

一组大量现象的概称，其中即包含本文中所主要涉及的消费品短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管

理体制与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短缺自然亦是其基本问题之一。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

由于制度或体制上的路径依赖，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短缺”在一定时期内是持续存在的。
⑧
生产力竞赛指的是厂商之间通过创新产品以取得竞争优势的行为。在市场上，厂商或许可通过提高生产



以及相应的“供应革命”。厂商不断地创新产品的种类，改进产品的质量，尽一切可能迎合

或适应消费者的口味、偏好，甚至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主动诱导消费者的选择，有形无形

地塑造提升“生产者主权”的“卖方市场”，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供求游戏”和生产者

间的生产力竞赛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厂商产品的创新，诱发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纵观改

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此种解释契合四十余年经济史演变中所呈现的特征化事实。

本文的理论分析将改革开放后从短缺经济到丰裕经济的四十多年经济史的变迁这一复

杂过程“抽象化”了，因而形成了一个纯学术性的“追问”与判断，即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

量提升只不过是经济史变迁的一个经济学（分析）的象征或“缩影”。问题的本质在于，从

短缺经济到丰裕经济，与收入提高相伴随的消费结构升级“转化”成了消费品种类的扩展和

质量的提升，从而引导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因而，本文在理论上便以中

国消费结构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及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为基础，把消费品种类与消

费品质量同时纳入社会总效用函数，构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模型，并对理论模型的关键命题

给予相应的实证检验，从而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解释。研究结果显示：消费品质

量与种类的比例取决于消费品质量提升与种类扩展的难度及其在社会总效用中的相对重要

程度；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在人均资本存量门槛值的前后呈现出相反走向，即

在人均资本存量的门槛左侧，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而

上升，而右侧则下降；转移动态中的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二者间

表现为倒“U”型关系，且倒“U”型顶点处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小于稳态均衡时的

相应值。进一步地，本文使用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作为消费品质量的代理指标，以中国 31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下文统一称省）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

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从而为理论模型的命题提供实证上的支

持。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回顾现有研究中有关产品种类扩展、

质量提升与经济增长的论述；第三部分阐述改革开放后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简史；第

四部分建立包含消费品种类与消费品质量的内生性模型；第五部分介绍实证模型的设定、变

量的说明以及数据的来源；第六部分报告实证结果；第七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上存在技术进步外生性的缺陷，而以 Romer
（1986）、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这些模型仅仅从产

品总量扩张视角考察长期经济增长，忽视了产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与经济发展

的历史不相符合（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推进，以产品种类扩

展和质量提升为创新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发展出来。鉴于此类文献与本文研究的主

题，即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切入点解释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最为相关，故而有必

要梳理包含产品种类和（或）质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经

济增长的机制或驱动因素。

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中间品种类的扩张，构建包含研究部门、中间品部门和

最终品部门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存量决定经济增长率。Xie（1998）
则在一个差异化消费品和专业化资本品种类内生决定的增长模型中推出与 Romer（1990）相

似的结论，即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经济增长。Grossman &
Helpman（1990）分析了一个动态的两国贸易和增长模型，其中研发成果表现为新中间品的

效率的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优化使自身在产品价格上处于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产品价格

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因此，在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上，创新产品的竞争才是生产力竞赛的主要内容，它

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对更新种类和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同时新产品所含有的垄断性特征将提高厂商的垄

断定价权，使厂商获得更大的利润。



设计，而新中间品使消费品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从而提高了最终品的生产率。进一步地，

Grossman & Helpman（1991）提出一个内生产品周期模型，发现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生

产向南方的迁移可使北方企业释放更多资源以促进新产品的研发，而南方企业则通过技术模

仿实现研发资源的节约，因而南北贸易将促进两地区经济的更快增长。此外，Doi & Mino
（2008）将消费外部性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其结论认为长期增长是由产品种类的持续扩大维

持的，而消费外部性的存在可能会显著影响平衡增长路径和转移动态，但不能成为增长的动

力。对于 Doi & Mino（2008）的观点，Funke & Ruhwedel（2001）计算了 1989-1996 年 18
个经合组织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产品种类指数，证实国家间的相对产品种类指数与相对人均收

入水平显著相关，从而在实证上给予有力的支持。区别于之前的研究，钟春平和徐长生（2011）
以最终品种类扩大刻画横向的多样性创新和中间品质量提升刻画纵向的质量改进创新，认为

两种形式的创新都有创造性破坏效应，其中多样性的创新具有间接的增长效应，质量提升的

创新具有直接的增长效应。

相对于产品种类扩展，以产品质量提升为创新特征的熊彼特增长研究文献则更为丰富。

Aghion & Howitt（1992）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其结论

是中间品的纵向创新提升最终品的生产效率，从而成为增长的根本来源。进一步地，Howitt
& Aghion（1998）在创造性破坏模型中加入资本，发现若资本被用于研发，补贴于资本积累

将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永久性的影响。Aghion & Howitt（2006）基于熊彼特增长理论为增长

政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认为在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企业更高的更替率以及对高等教

育的重视更能促进增长，而反周期预算政策则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有利于增长。不

同于 Aghion & Howitt（1992）的逻辑，Lentz & Mortensen（2008）构建包含企业异质性的

熊彼特演化和增长模型，发现研发出高质量中间品和服务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将引起工人从

利润较低的企业向利润较高的企业重新分配，这有助于总生产率的增长。Segerstrom（1991）
建立了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表明产品质量创新和模仿的速率是由企业间研发

竞赛的结果内生决定，且创新补贴将明确地促进经济增长。Segerstrom（1998）提出一个没

有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创新规模、人口增长率和研发难度等参数决定了长期

的经济增长率。Aghion etal.（2001）构建了具有渐进创新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产品市

场激烈竞争驱动的创新，以及少量的模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此外，Khandelwal（2010）
利用价格和数量信息来估计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研究表明不同产品间的质量差异范围或

“质量阶梯”有很大的不同，以相对较短的质量阶梯为特征的市场与低工资竞争导致的更大

的就业和产出下降有关。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侧重于从供给层面研究中间品与最终品种类扩展和（或）质量提升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鲜有研究将消费品种类与质量同时纳入效用函数，从需求层面为经济

增长提供解释。此外，一个不忽略的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均历史

性地呈现出无可驳辩的消费饥渴而供应短缺的现实特征。为此，本文将以改革开放后的短缺

经济为逻辑起点，结合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化事实，在社会总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品种

类与质量，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模型，解释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文所论的消费品种类扩展是指消费品“类”的增加，这种“类”体现在消费品拥有不同于

其他产品的主要功能，能够满足之前任何消费品都不能满足的需求（水平范畴），比如冰箱

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食物长时间冷藏的需求，故可将冰箱视为新种类的消费品。由于不同种

类消费品的主要功能不同，因而不同种类消费品之间不存在相互替代。而本文所论的消费品

质量提升，则是指已有种类的消费品在原有功能的提升或在主要功能基础上次级功能的累积，

使消费品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变得越来越好（垂直范畴），比如冰箱温控方式的变革或

风冷无霜功能的设计可提高冷藏的效果
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消费品种类不断地衍生出来而

①
可见，消费品质量是附着在已有种类消费品上的，也就是说，既有消费品种类是质量提升的基础。区别



且其质量变得越来越好的历史即是市场进化史，亦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正是以

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表征的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其一，一旦短缺经济完全消失，消费者主权或买方市场就建立起来了，厂商就要根据消

费者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展开有关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等方面的创新，结果是功能新、质量高的

消费品胜出，至少长期而言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

其二，上述这些过程不仅反映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动，而且刻画了经济增长的关键特

征，即经济增长不光是要素投入过程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厂商彼此竞争消费者的结果，而争

夺的关键方式之一就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创造出新种类的消费品和改进已有消费品的质量。

其三，从某种意义上讲，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但是，其中蕴

涵的增长机制有待揭示。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中的结构及其变迁在

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这种增长机制并有力地证实其中的经济逻辑。

本文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序”地展开，事实上，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经济史

的逻辑上，以及经验数据的验证上获得了统一。

三、改革开放后消费结构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简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短缺，可供消费的消费品种类和数量有限。随着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的终结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充分利用自身丰裕的劳动要素，发挥劳动

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在满足居民对基本消费品需求从而结束短缺经济的同时，推动

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而与收入水平提高相伴随的则是消费结构升级，主

要体现在种类和质量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对新种类消费品的强劲需求，如在满足吃、穿、住

等生存需求后，消费者对耐用品、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的需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是对

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由于新种类消费品的初始质量一般较低，对需求的满足是有限的，因

而居民一旦跨越最基本的需求门槛，则对消费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

提升有其先后次序，质量提升是以种类扩展为前提的，若没有新种类消费品的发明和出现，

消费品质量的提升便失去其依附性和承载性。由于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本身即是创新，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可凭借其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和借鉴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

提高产品的创新效率和创新速度，迅速满足居民对更新种类和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要。不过，

随着中国不断趋近世界技术前沿，后发优势不断削弱，继续借鉴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的交易

成本或制度成本愈来愈高，因而通过自主创新扩展消费品种类和提升消费品质量便越来越成

为必要选择。通过考察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简史，本文进一步地将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路径细

化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是以消费品数量增加为主导的阶段（1978-1992）。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的推行，一方面使轻工业品生产和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使居民的

生活水准维持在低水平，在长期内未能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

着生活资料供给短缺与居民对生活资料有着极大需求的矛盾。这一时期，城乡恩格尔系数处

于下降趋势，不过，即使是 1992年，这一系数值仍然高达 53.0%和 57.6%①
。依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划分标准，居民仍未摆脱温饱状态。

二是以消费品种类扩展为主导的阶段（1993-1998）。随着消费品供应的日益充足，1993
年粮票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水平分别由 1993 年的

2577.4元和 921.6元上升至 1998年的 5425.1元和 2162.0元②
。城镇恩格尔系数由 1994年首

于熊彼特增长模型中产品质量创新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本文消费品质量的提升是渐进性的，且仅意味着可

选择产品质量总体范围或区间长度的扩展。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次低于 50%，至 1998年降为 44.48%，而农村恩格尔系数则由 1994年的 58.82%降低至 1998
年的 53.43%①

。此阶段，居民对消费品，尤其是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产生更多的需求。例如，

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持续增加，至

1998年，其数量分别为 105.43、76.08、90.57（台）和 32.59、9.25、22.81（台）
②
。

三是以消费品质量提升为主导的阶段（1999-2011）。至 1998年上半年，国内市场上 600
余种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商品比重已下降为零，且有 25.8%的商品供过于求（韩文秀，1998）。
由此表明，中国经济已由之前的短缺转为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鉴于新种类产品的质量较低，

无法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相对于创造新种类消费品，既定种类消费品的质量创新更

为容易，因此这一阶段消费品的创新以质量提升为主。考虑到中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

后发优势在消费品质量提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手机为例，国产手机通过模仿、研发等追

赶性技术创新，更新换代频繁，功能越来越齐全。

四是消费品种类扩展与质量提升共同主导阶段（2012-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种类不断扩展，质量持续提升，二者在消费者需求偏好上的优先次

序将相对弱化，在重要性上趋于等同。中国于 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预示着引进与模仿技术的后发优势减弱，故而满足居民对消

费品种类与质量需求的自主创新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例如，当前处于技术前沿的

人工智能广泛渗透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支撑着智能设备和服务等消费品种

类的扩展，同时亦提升着消费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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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历年 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编《中国统计年鉴（2020）》。

对应于以上四个阶段，中国历年的 GDP增长率变动情况如图 1所示。在 1992年之前，

GDP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大致呈“W”型。在 1993-1998年以消费品种类扩展为主导的阶

段，GDP增长率单调下降。而在进入以消费品质量提升为主导的阶段后，GDP增长率开始

起底回升，并在 2007年达到峰值，之后在整体上处于下降状态。不过，以 2012年为分界点，

GDP增长率在 2012年前后的斜率有所不同，即 2012年之前，GDP增长率迅速下降，而在

此之后下降则相对平缓。众所周知，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而仔细审视并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解构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主要表征的消费结构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

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是必要且重要的。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

提出的解释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的逻辑框架，并非是对已有的、侧重于要

素或中间品投入与配置的经济增长分析的否定，而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分析逻辑或经济解释的

强有力的补充。诸多不同的解释不仅具有互补性，而且刻画出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更为全

面的真实图景。也因此，新的具有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理论解释框架就具有特殊的学理价值。

事实上，荷兰学者范赞登（中译本，2016）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一书中对欧洲工

业革命进程中工人实际工资变动趋势的估计，以及挪威学者布鲁兰等（中译本，2022）编的

《重说工业革命的经济史》所揭示的普通消费品、奢侈品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以

及历史上的奢侈品如何被大众消费后泯然而成为普通商品从多个侧面证实了消费品种类、质

量和经济增长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联性。

四、理论模型

为有效地解释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表征的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在历史

中所呈现的特征化事实，严谨地刻画二者之间作用逻辑，本部分将构建同时包含消费品种类

与质量的内生性模型予以分析。

（一）基本框架

根据文中阐述的理论逻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消费者的效用不仅仅依赖于

可供消费的消费品数量，亦取决于其可选择的消费品种类与质量，故本文在一个连续时间的

无限期界经济中，将消费品种类与质量同时纳入社会总效用函数。在给出具体的表达式之前，

有必要指出，效用函数中使用的是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的总量形式
①
。此外，为清晰厘定消费

品数量、种类和质量对全社会效用的贡献，文中使用 DC 形式的嵌套效用函数。基于此，

本文假定瞬时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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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C 表示全社会在 t期的消费品数量，而 )(tN 、 )(tQ 则分别代表全社会在 t期的消费

品种类与质量； 是相对风险避系数，为常数，其倒数，即 1/ 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d
是消费品种类参数，表示消费品种类在社会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相应地， d1 则是消费

品质量参数。令  表示社会的主观效用的贴现率，则贴现到初始0期的社会总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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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社会 t期的人口规模为 )(tL ，且以外生的增长率 g增长，即 )()( tLtLg


 ，并假设

g ，以确保社会的终生效用收敛。由此，上式可改写为：

①
对消费品质量而言，文中暗含的假设是不同消费品的质量具有可加性。这一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因为不同种类产品的质量测度并没有统一的量纲，以基数相加的方式以衡量总体质量是没有意义的。例如，

若是消费品衣服的质量与冰箱的质量是可加的，那么消费品衣服的质量与冰箱的质量分别提高 1个单位，

与衣服质量提高 2个单位而冰箱质量保持不变在总质量数值上是一致的，但在内容上、经济含义上却是有

着本质的差异。不过，尽管不同种类产品的质量相加在现实中不可行，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可以通

过指定锚定商品的质量，将不同消费品的质量与锚定商品的质量进行比较，可加权计算所有种类消费品的

质量。



dttqtntce
dd

tg
 



0

11
)(

1
])()([)(






（1）

式（1）①
中， )()()( tLtCtc  、 )()()( tLtNtn  、 )()()( tLtQtq  分别是 t期社会成员

的人均消费品数量、人均消费品种类和人均消费品质量。

为分析上的方便，假设经济是竞争性的，社会以规模报酬不变的 DC 形式生产函数进

行生产
②
，即

  1)()()( tLtKtY （2）

其中， )(tY 表示全社会在 t期的总产出， )(tK 、 )(tL 则分别代表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假设

每一社会成员将无弹性地供给 1单位劳动。参数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相应地， -1 是劳

动的产出弹性。令 )(ty 表示人均产出，即 )()()( tLtYty  ； )(tk 表示人均资本，即 )()()( tLtKtk  ，

故式（2）两边同时除以劳动 )(tL ，有：

)()( tkty  （3）

依照之前的分析，当中国经济摆脱短缺状态而进入消费者主权时代时，由消费结构升级

所诱致的厂商之间的生产力竞赛将推动“供应革命”的形成和产生，即通过扩展消费品种类

或提升消费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因此，文中假设社会总产出主要用于消费、资本

积累以及消费品种类扩展与质量提升。令 )(tM 、 )(tZ 、 )(tH 分别表示社会总产出中用于资

本积累、消费品种类和质量创新的支出。因而，有：

)()()()()( tZtHtMtCtY  （4）

假设资本的折旧率为 ，则 t期资本的增量为：

)()()( tKtMtK 


（5）

由 )()()( tLtKtk  ，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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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式（5）代入式（6），整理后，有：

)()()()( tkgtmtk 


 （7）

其中， )()()( tLtMtm  ，为 t期社会总产出中用于资本积累的人均支出。

①
假设 1)0( L 。

②
本文使用的是总量生产函数，之所以在总量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产品种类和质量相关的变量，是因为文

中关注的焦点是最终消费品的种类和质量，而非中间品的种类和质量。中间品的种类和质量作为最终品生

产的投入要素自然是生产函数中不可缺少的变量，不过本文中最终品的生产与消费品种类和质量的变化的

关联性则更多的体现在新种类和高质量消费品生产的要素使用密集度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资本积累的速度不断加快，同时技术水平持续提高，但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是劳动要素

丰裕的国家 2019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 25.1%、27.5%和 47.4%。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是资本

密集型产业。不过，作为吸纳劳动力主体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一方面，因农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的

制度性约束，农业生产方式由以劳动投入为主向以资本投入为主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在以服务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尚难以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导（余泳泽和潘妍，2019）。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其拥有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可通过进口和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实

现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的创新，从而在节约研发成本的同时维持创新的高效率和高速度。因此，

结合文中对消费品种类与质量概念的界定，本文假设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的增量函数或创新函

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

)()( tHtQ 


（8）

)()( tZtN 


（9）

其中，参数 、 分别表示每增加一单位支出的消费品质量和种类增量，代表着消费品

质量和种类的创新难度。若每增加一单位支出提升的消费品质量和扩展的种类增量越小，则

意味着消费品质量和种类的创新难度越大，即 和 越小。为避免后文因新种类消费品的初

始质量所引起的麻烦，在不影响本文逻辑的情况下，此处假设新种类消费品的初始质量为

0①
。

由 )()()( tLtNtn  ，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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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8）代入式（10），整理后，有：

)(-)()( tgqthtq 


（11）

其中， )()()( tLtHth  。

同理，由 )()()( tLtQtq  ，结合式（9），有：

)(-)()( tgntztn 


（12）

其中， )()()( tLtZtz  。

（二）最优增长路径

在本文中，最优增长路径是使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人均资本积累支出（m）、人均消

费品种类支出（ z）、人均消费品质量支出（ h）、人均资本（ k）、人均消费品种类（ n）
和人均消费品质量（ q）的路径。因而，最优增长问题是在约束条件式（7）、式（11）、

式（12）下最大化式（1）予以求解。为此，构建现值汉密尔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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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表述方便，式（13）以及下文的模型表达中将省略括号内的时间 t。在式（13）中，

人均消费品数量 c的表达式可由式（4）两端除以全社会人口规模 L后整理获得，即

zhmkc  -
；m、h、 z是控制变量，而相应地，k、q、n则是状态变量； 1 、 2 与

①
尽管新种类消费品在最初面世时本身即有着质量上的含义，不过依据文中对消费品种类扩展的界定，新

种类消费品将包含不同于其他产品的主功能，从而满足之前任何消费品都不能满足的需求，故而在提高居

民效用层面，其主功能的作用是更为突出或重要的。为此，文中将新种类消费品的质量设定为 0是有其合

理性的。



3 为汉密尔顿乘子。求解汉密尔顿方程的最优化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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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横截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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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4），有：

  cqn dd )( 1
1 （26）

对式（26）两端取对数，并对时间 t求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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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7）两端除以 1 ，结合式（26），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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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27）与式（28），整理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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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4）、式（15）与式（16），有：

 321  （30）

故而，由式（30），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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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8）两端除以 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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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30）与式（3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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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9）两端除以 3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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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33）与式（34），故有：

n
d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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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由此，则推出本文的命题 1，即

命题 1：消费品质量与种类的比例取决于二者的创新难度（即 和 ）及其在社会总效

用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即 dd /)1(  ）。

命题 1意味着消费品质量创新难度越低（ 越大），以及消费品种类创新难度越高（

越小），则每类消费品的平均质量 nq / 是上升的；而且，当消费品种类在社会总效用中的

重要程度 d 越小，相应地，消费品质量在社会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 d1 越大时，每类消费

品的平均质量 nq / 亦上升。事实上，中国是后发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之后的很长一



段时期内，因技术水平落后而处于追赶状态，此时代表消费品质量和种类创新难度的 和

可以视为大致稳定。不过，在短缺经济结束之后，居民对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的重视程度在不

同阶段是有差异的
①
，而式（35）所展现的每类消费品的平均质量正是对现实消费结构升级

路径清晰地、合乎逻辑地刻画。

由式（15），有：




 


cqn dd )( 1

2 （36）

将式（36）两端取对数，结合式（29），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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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6）代入式（32），整理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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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37）和式（38），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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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35）两端取对数，并对时间 t求导，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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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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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将式（21）、式（22）两端分别除以人均消费品质量 q和人均消费品种类 n，之后与式

（35）共同代入式（40），有：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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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由此，则可得出命题 1的一个推论，即

推论 1：消费品质量与种类在创新支出上呈线性关系，二者的比例取决于消费品质量和

种类在社会总效用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推论 1所表示的含义是易于理解的。若消费品种类在社会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 d 提高，

相应地消费品质量在社会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 d1 降低，居民消费偏好的改变将传递到厂

商的研发、生产以及产品的供给层面，因此在消费品质量和种类上的相对支出 zh / 将随着

消费品种类在社会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 d 的提高而降低。

最后，将式（40）代入式（29），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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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由于 )(()()()( QCQCqcqcqqcc


 ，即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QCqc  ）

增长率，因此式（42）刻画了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与人均资本存量的关系，即

①
如前文对改革开放后消费结构升级路径的阶段性历史考察。



命题 2。

命题 2：当人均资本存量小于 1
1

])([   时，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随

着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上升；相反，当人均资本存量大于 1
1

])([   时，单位质量的

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则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下降。

命题 2意味着，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在人均资本存量门槛值的前后呈现出

相反走向，即以人均资本存量 1
1

])([   为临界门槛，在临界门槛左侧，单位质量的平

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与人均资本存量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而右侧则呈负相关关系。

（三）稳态均衡

稳态均衡意味着人均资本积累支出（m）、人均消费品种类支出（ z）、人均消费品

质量支出（ h）、人均资本（ k）、人均消费品种类（ n）和人均消费品质量（ q）不再变

化的均衡路径。由式（7）可知，人均资本 k是人均资本积累支出m的函数；由式（21）、

式（35）可知，人均消费品质量 q与人均消费品质量支出 h、人均消费品种类 n均存在函数

关系；而 zhmkc  -
意味着人均消费品数量 c是人均资本 k、人均资本积累支出m、

人均消费品种类支出 z与人均消费品质量支出 h的函数。因此，结合式（39），令 qc ，

可将经济的动态系统转换为人均资本 k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的均衡增长路径。

令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和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分别为
k 与

 。由 qc ，故而

有 qqcc


 ，将其代入式（42），有：





  





1k
（43）

稳态时， 0


 。由式（4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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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9）经运算并整理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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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9）与式（43）代入式（45），整理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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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时的
k 已由式（44）给出。令 0



kk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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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上述证明了稳态均衡的存在性，进一步地，有必要讨论均衡点的稳定性。将式（43）与

式（46），两端分别乘以 和 k，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雅可比矩阵，然后在稳态点即（
k ，

 ）

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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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由于 0J ，意味着在稳态点的线性系统的两个特征根的符号是相反的。因而，系统

（43）和（46）的稳态点（
k ，

 ）是稳定的均衡点。

（四）转移动态中的经济增长

对式（2）两端取对数，然后对时间 t求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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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kLK  ，因而 LLkkKK


 ，且 gLL 


，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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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0）

由此，在经济处于稳态时， 0


k ，所以，此时社会总产出增长率即为人口规模的增长

率 g。由式（50）可知，在经济处于转移动态时，社会总产出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增长率

kk


，以及产出的资本弹性 。根据式（46），人均资本增长率 kk


是单位质量的平均消

费品数量 的函数。因此，使用式（46）对 求一阶导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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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51）可以发现， 


)( kk 的正负取决于分子中括号中表达式的符号。由此，

在不改变表达式符号的前提下，将此表达式乘以
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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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由式（52）可知，二次函数的对称轴 0)]-(1[)-(1-1  d ，且 0 对应的

值为： 0)]1(/[)1()0(  d ，因此，该函数存在两个符号相反的根。通过求解，

可得到二次函数的正根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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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很明显，由于   -2
，因而

 小于稳态时的
 。这意味着，在单位质量

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达到稳态
 之前，人均资本增长率 kk



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
  时， kk



是 的增函数，而当
  时， kk



是

的减函数。由此，结合式（50），可得到命题 3：

命题 3：转移动态
①
中的社会总产出增长率 YY



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之间表

现为倒“U”型关系，即在
  时， YY



随着 的上升而提高，而当
  时， YY



随

着 的上升而降低。

命题 3意味着，在经济系统尚未达到稳态的转移路径上，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位质

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即临界点是
 。此外，由命题 3，结合式（35），可推出推论 2，即

推论 2：转移动态中的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种类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nc / ）之间亦

表现为倒“U”型关系。

①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来看，自 1978年以来，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至 2021年亦未稳

定在一个大致的常数。因此，下文将使用 1993-2013年中国各省的数据验证此命题。



五、经验实证：计量模型与中国数据

上述同时包含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的内生性模型，刻画了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

表征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理论模型推出的命题 3
清晰地阐述了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即在单位

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达到临界值之前，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的上升而提高，之后则随着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上升而降低。为验证理论逻辑是否

契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本文构建计量模型以中国 31省 1993-2013年的数据对命题 3的
合理性与准确性进行实证上的检验。

（一）模型设定

按照命题 3所述的基本结论，本文将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平方项纳入实证模型，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静态面板回归模型为：

itti

s

j
itjjititit uXbLnPROPaLnPROPaGR    ,1

2
0 （54）

上式中， 0a 、 1a 、 jb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 i、 t、 s分别表示个体（省份）、时间（年

份），以及控制变量数量； it 是随机误差项； iu 为个体固定效应； t 是时间固定效应；被

解释变量GR代表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 LnPROP、
2LnPROP 分别是对数

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①
及其平方项；X 作为控制变量，其选取则是依据一般化的经济

理论与中国的特征化事实，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分

权、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等。

（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GDP指数（上年=100）计算真实GDP增长率以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总产出

增长率（GR）的衡量指标。

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PROP）是消费品数量除以消费品质量。消费品数量可

使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表示，而消费品质量则选择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作为代理变量。当在居

民收入水平较低时，显然地，居民的消费支出将优先集中于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

要，同时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居民难以对更广的消费品种类和更高的消费品质量形成有效

需求，因而对应于较高的恩格尔系数，消费品种类与质量则处于较小范围和较低的层次。相

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满足自身所衍生的额外需求，居民消费将选择消费更多种类和

更高质量的消费品，此时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而需求推动的消费品种类范围和消费品质

量层次则持续扩大和提高。由此，基于恩格尔系数与消费品种类与质量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

文中使用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作为消费品质量的代理变量
②
。由此，使用居民消费水

平指数（1978=100）计算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进行平减，可得到真实居民最终消费支出C

和真实食物支出
fC ，因而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PROP）即为：

①
将对数形式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纳入实证模型，仅是改变社会总产出增长率同单位质量的平均消

费品数量的具体函数形式，但并不影响二者间的趋势关系。
② 或许有人会质疑，若是社会仅仅扩展消费品种类（非食品类），而维持消费品质量稳定，当居民在食品

支出不变时，增加对新种类消费品的消费将降低恩格尔系数，这样一来，恩格尔系数与消费品质量之间则

不存在任何关系。事实上，尽管在不同阶段居民对新种类消费品和更高质量消费品的偏好有所不同，但二

者在需求偏好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即使在更偏好新种类消费品的阶段，居民对更高质量消费品依然存在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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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文中将使用其对数形式，即 LnPROP。

物质资本（K）是一个存量概念，使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PIM）

进行估算，其公式为：

ttt IKK   )1(1  （56）

式中， tK 、 1tK 分别表示 t期与 1t 期物质资本， 是物质资本折旧率， tI 是 t期新增

投资量。由式（56）可见， t期物质资本估算的前提是确定 1t 期的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折

旧率以及 t期新增的投资量。首先，使用各省历年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额表示新增的投资量。

为消除价格上的差异，文中利用基期为 199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

理，从而估计出各省历年真实的固定资产形成额。其次，物质资本折旧率则使用张军等（2004）
估算的值，即 9.6%。最后，对于基期物质资本的确定，文中借鉴董敏杰和梁咏梅（2013）
的处理方法，以 1993年真实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 1993-2002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平均增长率

与物质资本折旧率之和估算 1993年的物质资本。本文在计算历年的物质资本后取其对数，

将对数形式的物质资本（ LnK ）纳入实证模型。

劳动（ L）使用从业人员数加以衡量。不过，文中进一步将劳动（ L）取对数，使用

其对数形式（ LnL）。

人力资本（HC ）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地，借鉴毛其淋和盛斌（2011）
的处理方式，分别将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赋值为 6年、9年、12年和

16年，则 4321 161296 hhhhHC  ，其中 ih （ i =1、2、3、4）分别表示 6岁及以上

人口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受教育人数的比重。

二元经济结构（DES）使用二元对比系数进行测度。根据陈宗胜和宗振利（2014），

以及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的定义，二元对比系数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

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NANA

AA

NANA

AA

LY
LY

L
L

Y
Y

L
L

Y
Y

DES  （57）

其中，DES表示二元对比系数，Y 是国民生产总值， AY 、 NAY 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

的产值， L是从业人员数， AL 、 NAL 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

财政分权（FD）采用范子英和张军（2009）所提出的收入指标加以度量，即地方政府

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产业结构升级（ ISU ）则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

至于对外贸易依存度（DFT ），本文将考虑许连和等（2006）的研究，使用进出口贸

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测度。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将实证研究的样本确定为 31省 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

文中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所使用的统计资料有《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1996-2006）、《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2014）



等。此外，因个别数据存在缺失，故有必要做相应技术处理。《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
统计的是 1994年各省 15岁及以上，而非 6岁及以上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所以为与其他

年份的数据处理保持一致，文中取 1993年和 1995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1994年平均受教育

年限的估算值。另外，因重庆于 1997年直辖，所以 1993-199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缺

少相应的数据，为此本文使用四川省相应年份的数据加以补充。原始数据整理后所得变量的

统计特征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的数值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GR） 31*21 11.81 23.80 3.80 2.77

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的平方（
2LnPROP ）

31*21 21.69 42.63 2.65 8.00

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 LnPROP）
31*21 4.55 6.53 1.63 0.97

对数物质资本（ LnK ） 31*21 8.09 10.89 3.68 1.28

对数劳动（ LnL ） 31*21 7.39 8.79 4.72 0.93

人力资本（HC ） 31*21 7.67 12.02 0.78 1.40

二元经济结构（DES ） 31*21 0.21 0.56 0.06 0.08

财政分权（ FD） 31*21 1.22 6.76 0.18 1.22

产业结构升级（ ISU ） 31*21 0.95 3.44 0.49 0.42

对外贸易依存度（DFT ） 31*21 0.30 2.17 0.03 0.39

六、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估计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及其平方项的模型

1。然后，在模型 2和模型 3中，文中分别将对数物质资本、对数劳动和人力资本纳入模型

进行回归。在之后的模型 4-7中，本文依次将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和对

外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加入模型。这在提高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准确性的同时，亦在一

定程度上证明结论的可靠性。

表 2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设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2LnPROP -1.61***

（-0.45）

-1.56***

（0.39）

-1.57***

（0.39）

-1.41***

（0.35）

-1.38***

（0.35）

-1.21***

（0.40）

-1.20***

（0.41）

LnPROP 10.35**

（4.24）

10.96**

（4.03）

11.01**

（4.06）

9.94**

（3.59）

9.46**

（3.56）

8.64**

（3.80）

8.63**

（3.85）

LnK
0.19

（0.74）

0.18

（0.74）

-0.36

（0.87）

-0.67

（0.87）

-1.08

（0.77）

-1.08

（0.77）

LnL
-5.74**

（2.11）

-5.74**

（2.12）

-5.86**

（2.18）

-5.54**

（2.19）

-5.15**

（2.24）

-5.17**

（2.23）

HC
0.23

（0.16）

0.11

（0.16）

0.11

（0.16）

0.10

（0.15）

0.10

（0.15）

DES
-8.81***

（3.16）

-8.69**

（3.29）

-10.50***

（3.09）

-10.42***

（3.03）



注：***、**、*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由表 2可知，从模型 1-7，随着对数物质资本、对数劳动、人力资本、二元经济结构、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变量的依次加入，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

数量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均是小于 0的，而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系数估计值都

是大于 0的，且均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对数单

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同时倒“U”曲线的顶点所对应的对

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即对称轴 01 2- aaLnPROP 大于 0。由于本文在实证上的重点

是验证社会总产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关系，为此由式（54）求取社会总产

增长率对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为： )2)(1( 10 aLnPROPaPROPPROPGR  。由

此，可推知，当 01 2- aaLnPROP  时， 0 PROPGR ，即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位质

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提高而上升；当 01 2- aaLnPROP  时，则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

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提高而下降，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趋势，从而在实证

上证明了理论模型所推出的命题 3的结论。由文中的模型 7，则可求得作为对称轴的临界阈

值为： 01 2- aa =3.60，即 )2-( 01 aae =36.60，此即倒“U”型曲线顶点处的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

品数量。

至于文中的控制变量，由表 2中的模型 7可见，从显著性来看，对数物质资本、人力资

本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估计值明显不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则均至少在 10%的显著水

平上显著；从符号来看，所有的控制变量中，仅人力资本和财政分权的系数为正，对数物质

资本、对数劳动、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均为负值。无论是

显著性，抑或是符号，文中诸如对数物质资本、对数劳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等控制

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回归结果有悖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和普遍认知。然而，这或许并不难以解释。

因为要素投入的增加或者经济变量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滞后，在即

期难以确切地反映出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未必是一致的。

（二）内生性处理：滞后期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由于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将驱动居民追求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消费品，因而社会总产

FD
0.40*

（0.21）

0.36*

（0.19）

0.35*

（0.19）

ISU
-1.63***

（0.43）

-1.63***

（0.43）

DFT
-0.17

（0.77）

常数项
1.03

（10.04）

38.12*

（18.97）

36.64*

（19.56）

45.53**

（20.72）

46.15**

（20.62）

48.23**

（20.87）

48.38**

（20.93）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Within R2 0.50 0.52 0.52 0.54 0.54 0.56 0.56



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将使得实证模型中变

量系数的估计呈现非一致性，直接降低模型估计的精度和结论的可靠性。有鉴于此，本文将

使用滞后期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作为当期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代理变量。之

所以作如此处理，是考虑到滞后期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与其当期值之间存在相关性，

而当期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难以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产生影响。不过，

使用滞后期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难以有效解决因变量遗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此，

本文借鉴赵奎等（2021）的处理方式进一步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即使用各省 1993年单位

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与国家层面相应值的增长率模拟各省历年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

量的估计值，具体表达式为：

)1(_ 1993 t
f
itit GCIVPROP   （58）

其中，
fC 为 1993年各省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tG 是国家层面 t年相对于 1993年单

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增长率。文中使用 IVPROP _ 的对数形式，即 IVLnPROP _ 。由

于 tG 是以各省的相关数据计算，不会明显地受单一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亦不会与其

他影响各省经济增长的残差项相关。另外，Bartik工具变量 IVPROP _ 是各省单位质量的平

均消费品数量的模拟值，自然与真实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高度相关。模型内生性检验

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滞后期和 Bartik IV回归结果

模型设定
滞后期作为代理变量 Bartik工具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2LnPROP （-1）
-1.27***

（0.39）

LnPROP（-1）
8.74**

（3.74）

2LnPROP （-2）
-1.37***

（0.41）

LnPROP（-2）
9.51**

（3.88）

2LnPROP （-3）
-1.20***

（0.27）

LnPROP（-3）
7.67**

（2.95）

2LnPROP
-1.98***

（0.51）

-1.41**

（0.57）

LnPROP
19.64***

（4.99）

23.85***

（7.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No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No No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P值
0.00 0.00

Cragg-Donald Wald 251.26 31.04



注：***、**、*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在表 3中，模型 8-10分别对应于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滞后 1-3 期的回归结

果。由回归结果来看，模型 8-10 中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均

是负值，同时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系数估计值则均为正值，且均至少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使用 Bartik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 11-12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P值均小于 0.01，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 251.26和 31.04，从而拒

绝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假设。由回归结果可见，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及其平

方项系数估计值显著，且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因此，表 3的结果有效地验证了社会总

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即在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达到阈值之前，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提高而上升；而在超过

阈值之后，二者间则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

数量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倒“U”型关系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以人均 GDP为依据确定样本范围

鉴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文中按照 2013年各省人均

名义 GDP排名，首先对排名最高的 10个省份进行回归，而后将样本范围扩充至前 20个省

份。由表 4中的模型 13-16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不同样本范围回归中，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

量，对数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依然为负，而对数单位质量

的平均消费品数量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依然为正，且均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以电力消费量增长率作为社会总产出增长率的代理变量
①

鉴于 GDP核算中多有统计误差，而且作为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投入，电力消费

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而使用电力消费增长率代替 GDP增长率以衡量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表 4中模型 17-18 则给出了 GDP增长率替换为电力消费量增长率后的

估计结果
②
，从中可见，在 10%，甚至是 5%的显著水平上，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2LnPROP

和 LnPROP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并未发生任何的改变。

表 4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不同样本范围和更换代理变量

①
由于夜间灯光数据自身的客观性，且不受物价水平的影响，当前不少学者使用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国家真

实经济增长率（Henderson，etal.，2012；徐康宁等，2015）。本文亦尝试将夜间灯光数据 DN均值（DN
总值/栅格数）增长率作为社会总产出增长率的代理变量。不过，由于 DN均值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相

关系数值仅为 0.1275，而电力消费量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值为 0.3391，因此文中以电力消费量

增长率替换 GDP增长率。
②
由于多个省份在 1995年前数据缺失，且西藏在 1995年后缺少数据，因而文中去掉西藏，使用 30省

1996-2013年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

F统计量

样本量 620 589 558 651 651

Within R2 0.58 0.61 0.64



注：***、**、*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3.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以保证统计检验有效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1993-2013年，时间跨度较大，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组间异方差

或组间同期相关，致使统计检验失效。为此，本文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进行估计，

以确保统计检验的有效性。由表 5中模型 19-20的回归结果可见， 2LnPROP 和 LnPROP的

系数估计值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4.剔除异常值以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样本数据中的异常值将扭曲回归的真实结果，尤其是在异常值过大地偏离变量自身变动

规律时，甚至出现错误的回归结果。为此，本文通过缩尾处理，将核心解释变量中 1%分位

数以下和 99%分位数以上的数据值剔除，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剔除异常值后

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之间显著地表现为倒“U”
型的关系。

表 5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PCSE和剔除异常值

模型设定
PCSE 剔除异常值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设定
前 10名 前 20名

更换代理变量（电力消费量

增长率）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2LnPROP
-3.18***

（0.69）

-2.70***

（0.78）

-2.05***

（0.50）

-1.54***

（0.47）

-3.61**

（1.31）

-3.18**

（1.31）

LnPROP
26.48***

（7.99）

26.93**

（9.30）

13.70**

（5.47）

10.44*

（5.38）

26.39*

（13.20）

23.70*

（12.52）

LnK
-4.43*

（1.99）

-0.49

（1.56）

-4.57*

（2.06）

LnL
-7.53**

（2.88）

-2.17

（2.73）

2.17

（5.43）

HC
-0.67

（0.45）

0.09

（ 0.18）

-0.55

（1.78）

DES
-15.21***

（4.23）

-10.42***

（3.38）

-5.22

（9.60）

FD
0.55

（0.34）

0.51**

（0.24）

1.15

（0.70）

ISU
-2.49***

（0.40）

-1.68***

（0.45）

-4.03***

（1.01）

DFT
-1.35

（1.20）

0.06

（0.98）

-0.08

（1.93）

常数项
-35.90

（24.50）

50.22

（39.00）

-4.67

（14.24）

21.09

（24.58）

-36.02

（33.36）

-9.14

（51.25）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0 210 420 420 540 540

Within R2 0.66 0.77 0.55 0.61 0.29 0.30



2LnPROP
-1.61***

(0.36)

-1.20***

(0.38)

-1.50***

(0.43)

-1.01***

(0.36)

LnPROP
10.35***

(3.64)

8.63**

(3.84)

9.49**

(4.01)

7.06*

(3.52)

LnK
-1.08*

(0.63)

-1.01

(0.75)

LnL
-5.17***

(1.31)

-4.21*

(2.18)

HC
0.10

(0.20)

0.10

(0.16)

DES
-10.42***

(2.03)

-10.71***

(3.02)

FD
0.35*

(0.20)

0.27

(0.20)

ISU
-1.63***

(0.39)

-1.86***

(0.42)

DFT
-0.17

(0.62)

-0.89*

(0.46)

常数项
-0.72

(9.55)

44.86***

(9.86)

2.46

(9.66)

44.30**

(19.76)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651.00 651.00 638.00 638.00

（Within） R2 0.57 0.62 0.50 0.55

注：***、**、*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 19-20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面板

矫正标准误，拟合优度为 R2；模型 21-22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拟合优度是组内 R2。

5.以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检验模型和变量选择的合意性

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可充分利用所有可能模型的信息，从而克服人为筛选解释变量，设

定“最优”模型所导致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估计模型的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解释变量中 2LnPROP 和 LnPROP的后验包含概率（PIP）分别是 1.0000和 0.9888，
这意味近乎所有的模型均含有 2LnPROP 和 LnPROP，而且前三位最优单一模型亦验证了二

者作为解释变量的必要性。进一步地， 2LnPROP 和 LnPROP的后验均值（Post Mean）的

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对应变量的符号相一致，从而为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

费品数量二者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提供有效的证明。

表 6 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贝叶斯模型平均法

模型设定

模型 23 前三位最优单一模型

PIP Post Mean Post SD Cond.Pos.Sign
模型

24-1

模型

24-2

模型

24-3
2LnPROP 1.0000 -1.2164 0.2321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LnPROP 0.9888 8.6848 2.303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LnK 0.0878 -0.0727 0.2708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LnL 0.9999 -5.1260 0.9941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PIP、Post Mean 和 Post SD分别代表后验包含概率、后验均值和后验标准差。PMP（Exact）和 PMP

（MCMC）是后验模型概率，不过在计算方法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以似然函数为标准计算的，而后者则

是使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抽样计算。Cond. Pos. Sign（Conditional on positivd coefficient sign）

表示变量系数符号为正的概率，其中 1表示该变量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0表示在所有模型中均为负。

在模型 24-1、24-2、24-3中 1.0000、0.0000分别表示各个单一最优模型中应该包含和舍掉的解释变量。

七、结论：诠释消费结构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

以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为表征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本文透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

独特性视角，而短缺经济是本文研究的历史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短缺经济的客观

事实，使得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而迅速地积

累资本，进而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同时伴随着生产者主权向消费者

主权的转移。此时，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诱致之下，厂商间

将展开大规模的生产力竞赛，推动“供应革命”的产生与形成，结果则是消费品种类的扩展

和消费品质量的提升。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消费品种类与质量纳入社会总效用函数，构建

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模型，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基于消费结构升级视角的新解释。研究

结果显示：消费品质量与种类的比例取决于消费品质量提升与种类扩展的难度及其在社会总

效用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在人均资本存量门槛值的前后呈

现出相反走向，即在人均资本存量的门槛左侧，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增长率随着人均

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上升，而右侧则下降；转移动态中的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

消费品数量二者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且倒“U”型顶点处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小于稳态均衡时的相应值。进一步地，本文使用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作为消费品质量的代理指

标，以中国 31省 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社会总产出增长率与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

品数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从而为理论模型的结论提供了实证上的支持。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时，相对于自主研发，技术模仿对消费

品种类扩展和质量提升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是短缺经济，最

为迫切地是增加消费品数量以满足居民最基本的消费需求，相应地，消费品种类扩展和质量

提升反而相对较慢，因此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是趋于上升的。此阶段多数甚至全部省

份在某些年份并无完整的恩格尔系数，因而难以判断各省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是高于

或低于 36.60的临界值
①
。随着生存性需求的满足，短缺经济结束（90年代中期），居民倾

向于消费新种类的产品，此时在后发优势的助力下，消费品种类迅速扩展，消费品数量大幅

①
不过，从文中计算的各省 1993-2013年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 qc / ）值可见，除了海南、甘肃、

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之外，其他省份在 1993年的 qc / 值均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且远离临界值

36.60；再者，由图 1可知，尽管 GDP增长率在 1978-1992年间呈“W”型，但多数年份的 GDP增长率是

处于下降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证实，随着 qc / 值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

HC 0.0193 0.0021 0.0317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DES 1.0000 -9.8968 1.6831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FD 0.0307 0.0071 0.0551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ISU 0.9691 -1.4587 0.4645 0.0000 1.0000 1.0000 0.0000

DFT 0.0168 -0.0039 0.081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MP
（Exact）

- - - - 0.8199 0.0725 0.0303

PMP
（MCMC）

- - - - 0.8189 0.0774 0.0273



增加。由于消费品种类扩展在此阶段占据主导，因此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量是上升的，

故而社会总产出增长率趋于下降。

消费品质量附着于已有种类消费品的事实，意味着既有消费品种类是质量提升的基础。

在对新种类消费品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居民对消费品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消费品质量

则在后发优势的加持下快速提升，相应地，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随着单位质量的平均消费品数

量的下降而上升
①
。不过，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渐减弱，消费品质量在阶段后期提升速度放缓，

因而社会总产出增长率趋于下降。在消费品种类扩展与消费品质量提升共同主导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后发优势已是相当微弱，消费品种类扩展与质量提升的速度因技术模仿机会的丧失

而大幅下降，社会总产出很难恢复原有的高增长速度。有鉴于此，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这将有力地推动消费品种类的扩展与质量的提升，从而维持经济相对

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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